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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融合效率及影响因素

王欢芳，杨春兰，傅贻忙，刘奎兵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基于 2012—2021 年中国 30 个省份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我国 30 个省份先进制造

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并借助 Tobit 模型探究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整体水平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梯

度分布，东部地区融合效率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效率存在非对称性，

基于 GML 指数分解可知，技术进步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的提升，技术效率阻碍

了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劳动力素质、市场竞争对先进制造

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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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Effici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Considering Undesired Output

WANG Huanfang, YANG Chunlan, FU Yimang, LIU Kuibing

（College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the integration efficienc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in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was measured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gration efficiency were explored with the help of T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integration efficienc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ime, featuring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in space with a higher level in 
the eastern region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 is asymmetry in the integr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Based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GML index,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pporting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er services to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le the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also hinders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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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from furthe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romoting producer services. Digital technology, labor qualit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all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integration efficienc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Keywords：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ducer services; integration efficiency; desired output; undesired output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以下简称

“两业融合”）是在数字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条

件下，通过技术渗透、产业链条之间相互延伸等

途径，促使产业边界逐渐模糊，两业耦合共生发

展出的新业态。这种新业态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

级及服务业提质增效、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制造业规模约占全

球 30%，连续 13 年位居世界首位，但我国制造业

多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低端，制造强国

发展指数仍处于世界第三阵列，推动制造业与生

产性服务业融合是破局的关键 [1]。为此，中共二十

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

体系，以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

业深度融合。

自 2019 年 15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以来，我国两业融合水平不断提高、程度持续加深、

趋势持续增强，但两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融合效率问题，如其发展中存在着资源

粗放利用、资源配置不均衡、生产性服务业供给

质量不高等问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发

展的目的由“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我国

两业融合发展必须从注重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效

率和质量，即实现两业融合高质量发展。两业融

合效率直接关系到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在当前环境规制及能源紧缺

的约束下，亟待提高两业融合效率，即在两业融

合过程中实现“低能耗、低投入、低污染、高效益”

发展。那么，如何科学评价两业融合效率？两业

融合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如何？两业融合效率影响

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提高两业融合

质量、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研究成果

较丰富。早期文献主要集中于产业融合模式的理

论研究，其融合模式主要有制造业服务化、服务

业制造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三种模式 [2]。

随着两业融合理论机制日趋完善，现有研究更多关

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水平测度及其驱动因素分

析。两业融合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法、耦

合协调度法、灰色 GM(1, N) 模型等 [3-5]；两业融

合影响因素主要有数字技术、技术创新、政策变革、

产业集聚等 [6-9]。对两业融合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

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推动

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10-12]。

产业融合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融合效率内涵

及其测度两方面。在产业融合效率内涵研究方面，

闫绍花等 [13] 认为，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融合效

率是指高技术产业对传统工业的促进效率与传统

工业对高技术产业的促进效率中的较小值；张维

今等 [14] 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效率分为制造业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效率以及服务业对制造业

的支撑效率两个子系统；彭永涛等 [15] 将制造业与

服务业融合效率定义为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工

业化的交集。在产业融合效率测算方法方面，因

DEA 无需设定生产函数，对生产前沿函数具体形

式也无严格要求，故针对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

大多使用 DEA 模型 [16]。如陈红玲等 [17] 采用仁慈

型交叉 DEA 效率模型测算了文旅融合效率；齐美

东等 [18] 采用 BBC 模型及 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算

了科技与金融融合效率；解季非 [19] 采用传统 DEA
模型测度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效率；褚衍昌等 [20]

采用 DEA-ML 指数模型测度了制造业与物流业互

动效率；李琳等 [21] 基于网络 DEA 模型，测度了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效率。

国内外学者围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融合

展开了深入探索，但对两业融合效率的研究还可

进一步完善。一是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既有研

究尚未将能源和环境约束纳入其中，忽视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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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及非期望产出，可能会导

致两业融合效率水平被高估。二是制造业与服务

业融合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较少，还需进一步探究

影响两业融合效率的因素，以促进两业融合效率

的提升。

二、研究设计

（一）测度逻辑

效率是指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追求成本投入

最小化或是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追求产出水平最

大化。根据以往产业融合研究可知，先进制造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对先

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及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效率两个子系统组成 [14]，两个子系统的交集

即为两业融合效率水平 [15]。即融合效率是指在消

耗相同资源下两个子系统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价值最大化。在国家大力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背景下，价值最大化不仅是经

济效益最大化，也需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能源

利用最大化。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在新发展形势下，两业融合效率有

了更深层次的内涵，要求“经济 - 环境 - 能源”

协调发展，在评判两业融合效率高低时，要将资

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考虑在内。现阶段我国两业融

合水平有所提升，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两业融合

投入产出效率问题。如制造业虽然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支柱性产业，但也是高耗能产业，制造业能

源消耗总量一直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以上。

同时，根据庞瑞芝等 [22] 的研究可知，服务业也面

临绿色发展问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子

行业的能源利用率也较低，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样

是服务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推进两业融合深度

发展的同时，亟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着重提高

两业融合效率，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因此，为更加科学合理测度两业融合

效率，在投入指标中需考虑能源消耗，在产出中

需考虑固体废弃物、废水等非期望产出。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指标选取

（1）投入指标

劳动投入。参照已有研究，选取先进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衡量。

资金投入。以资本存量作为资金投入的代理变

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其进行测算，公式如下：

                   Kt = Kt-1(1-δt ) +It，                     （1）
式中：Kt 表示第 t 年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的

固定资本存量；δt 表示折旧率，先进制造业折旧率

取 11.6%[23]，服务业折旧率取 4%[22]；It 表示第 t 年
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以 2012 年为基期，用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采用张舰等 [24]

的方法对基期的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公式如下：

                    K0 = I0 (1+ g )/( g + δ )，             （2）
式中：K0 表示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基期的

资本存量；I0 表示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基期

的固定资产投资；g 为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

能源投入。选取原煤、焦炭、柴油、汽油等作

为能源投入，并根据能源折算系数转换为标准煤。

由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只能获取工业能源消

耗及服务业能源消耗总量，不能得到其细分行业

的准确能源消耗量，故参照王家庭等 [25] 的方法，

测算先进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能源消耗总量。

（2）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根据庞瑞芝等 [22] 的研究，用增加

值来表征生产性服务业期望产出。由于国家统计

局仅统计了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子行业的增加值，

参考李籽墨等 [26] 的研究，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进行测算；同时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进行

平减。由于先进制造业各子行业增加值部分省份

并未统计，而国家统计局对其细分行业增加值数

据 2007 年之后不再统计，因此部分省份数据缺失。

为此，选择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先进制造业的期望

产出，并将其折算为 2012 年不变价。

非期望产出。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直接或间接产生有害物质，

国内外学者对其并未有统一的标准。综合已有研

究，选择废水、废气、固体废物作为非期望产出。

由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6 年之后并未统计

废水排放总量，故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和总氮排

放总量来表征废水；以 SO2 排放量表征废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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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只统计了 SO2、COD 等污

染废物排放总量，参照庞瑞芝等 [22] 的做法，提取

出先进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污染物排放量，然

后用熵值法计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污

染排放综合指数。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2. 数据来源

以我国 30 个省（市）为样本，西藏及港澳台

地区因数据缺失严重，故未纳入统计。根据王欢

芳等 [27] 的研究界定先进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

由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统计口径在 2012 年发

生改变，2012 年之前并未统计印刷及记录媒介复

制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业的数据，因此

选择 2012—2020 年的数据测算两业融合效率。原

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采用

插值法补齐。

（三）测度方法

传统的 CCR、BCC 模型由于存在径向性和角

度性问题，当存在松弛变量时会高估测算结果，

且无法同时对投入与产出效率进行非比例调整 [28]；

传统的 DEA 模型也忽视了非期望产出的影响。基

于此，Tone 提出了 SBM 模型，虽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上述问题，但仍无法解决投入及产出径向改

进时效率被高估的问题；而 SBM-DDF 能较好地

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本文采用 SBM-DDF 模型

测算产业融合效率，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首先，将 k 个省份作为决策单元 DMUk，

x 表示每个决策单元的 N 项投入，x=(x1, x2,…, 
xN) ∈ R+

N，y 表示得到 M 种期望产出，y=(y1, y2,…, 

yM) ∈ R+
M，b 表示产生的 I 种非期望产出，b=(b1, 

b2,…, bI) ∈ R+
I，则在每个时期 t=1, 2,…, T，第 k 个

省份投入产出值为 (xk, t, yk, t, bk, t)，则当期的生产可

能性集模型为：

                                                                                （3）
式中：zt

k 为每个截面的权重，若满足权重之和为 1
且权重非负两个约束，表示规模报酬可变，若仅

有权重非负一个约束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根据王兵等 [29] 的研究，定义包含非期望产出

的 SBM 方向距离函数为：

      

（4）

式中： 为第 k′个省份的投入产出向

量； 为投入减少、期望产出增加及非期

望产出减少的方向向量； 为投入产出的

松弛向量，若大于 0 代表实际投入和非期望产出

超过边界值而期望产出低于边界值。

因 SBM 方向距离函数测出的为无效率水平

IE，无效率值越小则效率值越大，根据王兵等 [29]

的研究，利用公式 Eff=1/(1+IE) 可将无效率水平转

换为效率水平。

在上述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

和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测度基础

上，运用 GML 指数模型测度融合子系统效率变动

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 GTC 和技术效

率变化 GEC，找出制约子系统效率增长的内在因

素，具体公式如下：

表 1 两业融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

人力
先进制造业从业人员 / 万人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 万人

资本
先进制造业资本存量 / 亿元

生产性服务业资本存量 / 亿元

能源
先进制造业能源 / 万吨

生产性服务业能源 / 万吨

产出

期望产出
先进制造业营业收入 / 亿元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 亿元

非期望产出
先进制造业环境污染综合值

生产性服务业环境污染综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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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7）

式（5）~（7）中： (xt, yt, bt; gx, gy, gb) 和 (xt, 
yt, bt; gx, gy, gb) 分别为非径向、非角度构建的当期

和全局 SBM 方向距离函数，若 GML、GTC、GEC
大于 1 时，表示相较于上期 GML 指数增长、技术

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小于 1 则与之相反，等于 1
则处于稳定状态。

三、测度结果分析

（一）两业融合效率

利用 MATLAB 软件对两业融合效率进行测

度，结果见表 2（囿于篇幅，本文仅列出 2012、

表 2 两业融合效率测算结果

地区
融合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 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

2012 2016 2021 2012 2016 2021 2012 2016 2021

全国 0.470 0.496 0.546 0.716 0.743 0.750 0.480 0.500 0.547

北京 0.696 0.758 1.000 0.696 0.760 1.000 1.000 0.758 1.000

天津 0.430 0.429 0.460 0.764 1.000 0.864 0.430 0.429 0.460

河北 0.498 0.487 0.488 0.706 0.723 0.725 0.498 0.487 0.488

山西 0.370 0.363 0.387 0.569 0.385 0.589 0.370 0.363 0.387

内蒙古 0.462 0.463 0.510 0.490 0.518 0.556 0.462 0.463 0.510

辽宁 0.432 0.473 0.475 0.712 0.546 0.648 0.432 0.473 0.475

吉林 0.341 0.326 0.373 0.725 0.775 0.674 0.341 0.326 0.373

黑龙江 0.358 0.401 0.520 0.422 0.500 0.520 0.358 0.401 0.528

上海 0.585 0.608 0.653 0.737 0.734 1.000 0.585 0.608 0.653

江苏 0.594 0.619 0.743 1.000 1.000 0.856 0.594 0.619 0.743

浙江 0.569 0.565 0.588 0.716 0.763 0.890 0.569 0.565 0.588

安徽 0.464 0.472 0.490 0.777 0.817 0.721 0.464 0.472 0.490

福建 0.491 0.498 0.535 0.691 0.715 0.778 0.491 0.498 0.535

江西 0.354 0.375 0.414 0.784 0.756 0.776 0.354 0.375 0.414

山东 0.567 0.574 0.583 1.000 1.000 0.736 0.567 0.574 0.583

河南 0.477 0.494 0.528 0.734 0.796 0.729 0.477 0.494 0.528

湖北 0.463 0.492 0.510 0.697 0.729 0.688 0.463 0.492 0.510

湖南 0.472 0.485 0.491 0.710 0.844 0.717 0.472 0.485 0.491

广东 0.713 0.748 1.000 0.770 0.748 1.000 0.713 0.866 1.000

广西 0.390 0.401 0.457 0.704 0.812 0.710 0.390 0.401 0.457

海南 0.72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725 1.000 1.000

重庆 0.419 0.437 0.456 0.671 0.901 0.806 0.419 0.437 0.456

四川 0.468 0.506 0.523 0.704 0.753 0.700 0.468 0.506 0.523

贵州 0.349 0.405 0.503 0.391 0.646 0.518 0.349 0.405 0.503

云南 0.408 0.446 0.534 0.511 0.513 0.635 0.408 0.446 0.534

陕西 0.405 0.424 0.441 0.566 0.653 0.680 0.405 0.424 0.441

甘肃 0.341 0.363 0.403 0.753 0.736 0.651 0.341 0.363 0.403

青海 0.354 0.404 0.415 1.000 0.758 0.729 0.354 0.404 0.415

宁夏 0.479 0.450 0.456 1.000 0.894 1.000 0.479 0.450 0.456

新疆 0.433 0.424 0.459 0.486 0.520 0.617 0.433 0.424 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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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 三个年份的数据）。由表 2 可知，我

国两业融合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各省份之间两业

融合效率差距明显。排名前三的省份为北京、广东、

海南，但也并未达到最佳效率水平，投入产出存

在冗余，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排名倒数三位的省

份为吉林、甘肃、山西，表明这些省份资源利用

率低、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亟待

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集约发展。从发展趋势来

看，整体而言，两业融合效率从 2012—2021 年实

现平稳增长，其中黑龙江增速最快，较 2012 年融

合效率提升 45%，其次为北京，提升 44%，这主

要得益于非期望产出减少，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呈

逐年降低趋势。两业融合效率从 2012 年开始稳步

增长可能的原因是，2012 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

“美丽中国”，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政府大幅提升环境规制力度，迫使企业重视环境

保护问题，减少污染排放；同时，环境规制的提

高产生“波特效应”，即环境规制促使企业进行

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生

产效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分类标准，将我国

各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图 1
所示为各区域两业融合效率。由图 1 可知，从区

域层面来看，各区域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东部地

区两业融合效率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两业

融合效率 2021 年达到峰值 0.684，均值为 0.613；
全国两业融合水平在 0.501 上下波动；中西部地区

两业融合效率均显著低于全国水平。中西部地区

两业融合效率水平较为相近，差距较小，在 2016
年之前中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略高于西部地区，

而在 2016 年之后西部地区融合效率反超中部地区，

且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

东中西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均呈稳步上升趋势，

2017年后东中西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均大幅上升，

这说明从 2017 年开始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三废”

排放得到有效遏制。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我国 30 个省份两业融合效

率区域差异规律，借鉴陈景华等 [30] 的做法，计算

2012—2021 年这 10 年间两业融合效率平均值（E）
与标准差（SD）的关系，将两业融合效率大于

E+0.5 SD 的省份划分为高水平梯队，两业融合效

率介于 E+0.5 SD 与 E 之间的省份划分为中高水平

梯队，两业融合效率介于 E 与 E-0.5 SD 之间的省

份划分为中低水平梯队，两业融合效率低于 E-0.5 
SD 的省份划分为低水平梯队。表 3 所示为各省份

两业融合效率水平梯度分布状况。

由表 3 可知，从发展趋势而言，我国两业融合

效率水平呈增长趋势。相较于 2013 年，2021 年高

水平省份数量并无变化；而低水平省份数量大幅

减少，从 2013 的 14 个降至 2021 年的 5 个，降幅

高达 64.29%；中高水平省份从 2013 年的 1 个上升

图 1 各区域两业融合效率

表 3 各省份两业融合效率水平梯队分布状况

效率水平 2013 年 2016 年 2021 年

高水平
广东、海南、北京、江苏、

上海、浙江、山东

北京、海南、广东、江苏、

上海、山东、浙江

北京、广东、海南、江苏、

上海、浙江、山东

中高水平 福建 福建、四川、河南
福建、云南、河南、四川、

黑龙江、湖北、内蒙古、贵州

中低水平
河北、湖北、河南、四川、

湖南、安徽、内蒙古、辽宁

内蒙古、湖北、河北、湖南、安徽、

辽宁、云南、新疆、重庆

湖南、安徽、河北、辽宁、天津、

新疆、广西、宁夏、重庆、陕西

低水平

宁夏、新疆、天津、重庆、云南、

陕西、广西、贵州、江西、山西、

黑龙江、青海、吉林、甘肃

宁夏、天津、陕西、广西、

贵州、青海、黑龙江、江西、

甘肃、山西、吉林

青海、江西、甘肃、山西、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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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 年的 8 个，增幅明显，该梯队省份具有较

大潜力跃升至高效率水平梯队；中低水平省份数量

较 2013 年增加了 2 个。可以看出，大部分省份两

业融合效率处于中低水平梯队，说明我国两业融合

效率整体水平还不高，多数省份还处于“高能耗、

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阶段。从区域层

面来看，2021 年隶属于高效率水平的 7 个省份全

部位于东部地区，占东部地区省份的 63.63%，进

一步说明东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水平较为优越；隶

属于中高水平的 8 个省份中有 1 个位于东部地区，

3 个位于中部地区，4 个位于西部地区，区域分布

较为均衡；隶属于中低水平的 10 个省份中有 5 个

省份位于西部地区，占西部地区省份的 45.45%；

隶属于低水平的 5 个省份中有 3 个省份位于中部地

区，其中山西和吉林排名最低。山西和吉林两业融

合效率低的原因均是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效率较低。其中，山西先进制造业能源投入较

多，但期望产出即服务业增加值不高，且环境污染

综合值较高，污染排放较高，这与山西为能源消耗

大省的发展特点一致；吉林先进制造业资金投入较

多且期望产出较少，因此其投入产出效率也较低。

总体而言，我国两业融合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空

间异质性明显，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

我国各地区两业融合效率差异显著与省份发

展及产业布局紧密相关。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如北京、广东、江苏等地，更加注重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通过绿色转型升

级优化产业结构，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转移到

中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西部地区融

合效率偏低。其次，经济发达的地区，其绿色技

术创新水平位于我国前沿，企业拥有更先进的技

术，秉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企业不断转

型升级，从而改善地区资源利用率。此外，有些

地区融合效率低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属于资源粗放

式开发利用，如山西、新疆等地区能源丰富但发

展方式相对落后，因此该地区资源投入产出效率

较低。而海南两业融合效率较高，一方面在于海

南工业并不发达，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极低；另

一方面，虽然海南期望产出相比于北京等地存在

较大差距，但其资源投入也远低于其他地区，单

位资源利用率较高，因此海南两业融合效率较高。

（二）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

在上述静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

支撑效率的基础上，下文将运用 GML 指数对其进

行动态分析。表 4 所示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

造业支撑效率动态变化。由表 4 分析可知，东部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增长率

均值为 1.18%，其中，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值为

0.993 9，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值为 1.022 1，因此

技术效率变化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

支撑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力。中部地区生产性服

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增长率均值为 0.40%，

其效率增长率较低，增速在东中西三大地区中最

低，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增长需抵消技术进步大幅

下降的负向作用，这也是中部地区 2016 年之后两

业融合效率低于西部地区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增长率均值

为 1.08%，技术退步是制约其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对于东中西地区而言，技术进步变化

严重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

表 4 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动态变化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GML GTC GEC GML GTC GEC GML GTC GEC

2012—2013 0.999 4 0.906 9 1.112 9 0.996 6 0.934 0 1.067 5 1.031 6 0.928 9 1.114 4 

2013—2014 1.007 1 1.005 4 1.001 8 0.996 9 0.974 0 1.026 4 1.031 1 1.011 5 1.019 2 

2014—2015 0.970 9 0.980 5 0.989 7 0.955 8 0.982 7 0.971 8 0.971 2 0.965 3 1.006 3 

2015—2016 1.049 3 1.049 3 1.007 9 1.082 1 1.051 0 1.032 4 1.055 8 1.040 6 1.015 0 

2016—2017 0.991 7 0.947 4 1.048 7 1.009 9 0.953 3 1.061 1 0.989 2 0.967 0 1.023 1 

2017—2018 0.986 3 0.948 3 1.041 3 0.976 6 0.947 2 1.031 9 1.012 6 0.961 4 1.056 0 

2018—2019 0.994 2 0.975 1 1.020 7 1.005 6 0.980 9 1.027 1 0.987 4 0.971 3 1.016 7 

2019—2020 0.992 9 1.014 2 0.979 3 0.938 2 0.999 9 0.938 1 0.937 7 1.007 3 0.939 9 

2020—2021 1.114 6 1.118 1 0.996 7 1.074 2 1.056 7 1.016 7 1.080 8 1.036 0 1.050 3 

均值 1.011 8 0.993 9 1.022 1 1.004 0 0.986 6 1.019 2 1.010 8 0.987 7 1.02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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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其可能的原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更加注

重管理制度建设、商业模式变革及资源配置改进，

而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因此，未来在

生产中需更加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生

产方式改进，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效率水平。

（三）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

表 5 为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

的动态变化。由表 5 可知，对于东部地区而言，

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平均增长率

为 1.45%，技术进步是其重要驱动力；中部地区先

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平均增长率为

1.39%，与东部地区一样，技术效率退化是制约其

效率增长的原因；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

务业促进效率增长率为 1.14%，低于东部及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

增长率最低的原因在于技术效率指数水平太低，虽

然技术进步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囿于西部地区各省

份要素流动障碍及市场分割等制度管理限制，其部

分省份依然处于粗放式发展方式，因此技术效率并

没有和技术进步指数共同提升。总体而言，技术进

步是推动东中西地区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效率提升的驱动力，而技术效率变化下降则制

约了其增长，说明先进制造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较

为重视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技术变革，而忽

视了管理方式建设、资源配置改进等，导致其资源

利用率较低、技术效率退化。

表 5 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动态变化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GML GTC GEC GML GTC GEC GML GTC GEC

2012—2013 1.045 1 1.058 2 0.987 4 1.013 3 1.067 7 0.949 2 0.999 8 1.062 8 0.941 6 

2013—2014 0.996 5 1.016 3 0.984 1 1.010 7 1.005 7 1.004 9 1.013 0 1.025 8 0.987 9 

2014—2015 0.996 8 1.010 4 0.986 9 1.000 9 1.030 0 0.971 7 1.017 9 1.042 9 0.976 0 

2015—2016 1.007 3 1.012 5 1.021 5 1.007 0 0.976 8 1.038 9 1.020 7 0.998 6 1.025 8 

2016—2017 0.997 1 1.042 6 0.968 0 1.008 5 1.043 8 0.967 1 1.023 0 1.058 3 0.967 5 

2017—2018 1.020 4 1.045 8 0.975 8 1.034 9 1.065 0 0.972 1 1.052 4 1.089 2 0.966 6 

2018—2019 1.034 7 1.049 1 0.986 1 1.024 8 1.085 5 0.945 1 1.029 6 1.060 2 0.971 0 

2019—2020 1.006 9 1.072 3 0.944 0 1.005 0 1.116 7 0.901 8 0.987 2 1.103 7 0.899 6 

2020—2021 1.026 0 1.045 8 0.981 3 1.019 7 1.035 7 0.984 7 1.000 0 1.029 4 0.971 4 

均值 1.014 5 1.039 2 0.981 7 1.013 9 1.047 4 0.970 6 1.011 4 1.052 3 0.967 5

（四）对比分析

从静态效率对比分析可知，先进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产业互动具有非对称性，先进制造业对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普遍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对

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这与凌永辉等 [31] 的研究结

论一致。造成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

率偏低的表层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期望产出不

足，根本原因在于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

求规模有限。根据“需求遵从论”，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依赖于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市场需求，

因此先进制造业效率水平提升是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的基础。造成中西部地区产业互动效率较低的

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相对较慢，先

进制造业规模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业

互动效率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

从动态效率变化视角对比分析可知，阻碍生

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增长的主要是

技术进步变化，制约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效率提升的主要为技术效率退化。可以看出，

制约融合子系统效率提升的内在因素存在明显差

异，这种差异性是由产业自身发展特点导致的。

先进制造业中包含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等子行业都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以技术为核

心驱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一般作为中间产品投入，

更加注重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变革。

四、两业融合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说明

通过两业融合效率测度可知，两业融合效率整

体水平不高。为提高两业融合效率，还需进一步

探究其影响因素。根据服务业和制造业效率影响

因素相关研究，其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

素质、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能源消费结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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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主要有环境规制、企业或市场规模、政

府干预、数字技术等。根据已有文献及数据的可

获得性，选取两业融合效率（Eff）、数字技术（Dig）、
绿色技术创新（Gt）、劳动力素质（Lar）、市场

竞争（Com）、环境规制（Reg）6 个指标，变量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6。

（1）数字技术（Dig）。数字技术能促进制造业、

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

能有效提高资金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

数字技术应用可使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中掌握消

费者偏好，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有效提高商品

交易率，进而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6]。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具有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能有效降低

行业信息壁垒，扩大知识传播范围，加强企业协

同合作，提高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也推动了服务业

规模经济的发展，使服务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 [32]。

借鉴赵涛等 [33] 的做法，用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技

术应用来衡量数字技术水平。其中，数字产业发

展包括信息化从业人员、电信业务收入、移动电

话普及率、互联网宽带用户数；数字技术应用包

括数字金融普惠发展，采用熵值法求其综合值。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绿色技术创新（Gt）。技术创新不仅是

推动两业融合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资源利用率

及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绿色技术创新能有效兼

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

新可以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能源消耗强度，推动

制造业及服务业转型升级 [34]。此外，节能技术的

使用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用每

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

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3）劳动力素质（Lar）。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投入产出之差来源于人力资本 [15]。人力资源不仅

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供给要素，也

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即劳动力素

质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及创新效率，同时促进产业高

级化。选择平均教育年限来衡量劳动力素质，计算

方法借鉴汪芳等 [35] 的研究，公式为：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 =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16 ＋高

中文化程度人数 ×12 ＋初中文化程度人数 ×9 ＋

小学文化程度人数 ×6。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4）市场竞争（Com）。制造业与服务业面

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两业融合提高产品附

加值。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能

降低交易成本投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15]；而

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产品及服务同质化严重，

会倒逼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以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数来衡量市场竞争强度 [36]。数据来源于《中国

基本单位统计年鉴》。

（5）环境规制（Reg）。环境规制通过改变技

术创新效率对产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环境规制

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可细分为补偿作用及替代作用。

根据“波特假说”可知，环境规制可激发技术创新，

当环境规制成本小于其带来的创新补偿时，整体

生产效率会得以提高。借鉴李根等 [28] 的研究，用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

量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选择

由于两业融合效率值所属范围为 [0, 1]，因变

量数据被截断，使用 OLS 模型会使结果有偏，而

采用受限因变量 Tobit 模型可以较好地规避上述问

题。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8）

式中：Effit 为各省两业融合效率；β0 为常数项；

β1、β2、β3、β4、β5 为回归系数；i 和 t 分别表示省

份和时间；εit 为误差项且服从 N(0, δ2) 的正态分布。

（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 stata 软件，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 7。在所选影响因素中，数字技术

对两业融合效率的影响最大，其回归系数为 0.173 4，
P 值为 0.011，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技

表 6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两业融合效率（Eff） 00.501 4 0.130 3 0.322 1 01.000 0

数字技术（Dig） 00.240 9 0.181 9 0.017 9 00.836 0

绿色技术创新（Gt） 04.212 4 5.699 9 0.042 0 32.269 0

劳动力素质（Lar） 10.232 5 1.063 2 7.615 0 13.848 0

市场竞争（Com） 03.211 3 1.053 9 0.156 5 05.599 6

环境规制（Reg） 00.339 6 0.362 6 0.008 5 03.098 4

王欢芳，杨春兰，傅贻忙，刘奎兵：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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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显著提高两业融合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

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提供产品及服务

的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加快生产要素

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及产品附

加值。此外，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的应用不仅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也

有效整合了资源，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规模化发

展，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

产效率提高。

绿色技术回归系数为 -0.002 0，系数较小，这

意味着绿色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效率作用较微弱，

P 值小于 0.01，绿色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效率的影

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与预期相反，理论

上绿色技术创新应该会促进两业融合效率提高。

导致绿色技术创新作用较小的原因可能是绿色技

术创新前期投入成本较高，且存在一定风险性，

因此只有少数资金雄厚且规模较大的企业愿意尝

试，大部分企业不愿承担绿色技术创新失败风险

而选择放弃尝试，说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程度不

足，因此其作用系数较小。导致绿色技术创新为

负的原因在于存在“回弹效应”：一方面，绿色

技术创新会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能源结构；另

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能降低生产成本，促使企

业扩大规模，刺激资源投入和能源需求，可能导

致资源粗放式利用加剧。当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

资源优化作用不能抵消其产生的资源需求加剧效

应，就会产生“回弹效应”，导致资源投入过度冗余，

资源利用率降低，进而对两业融合效率产生负向

作用。

劳动力素质对两业融合效率也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庞瑞芝等 [22] 认为，劳动力素质能有效提

升资本等投入的边际收益；此外人才作为创新活

动的主体，能够将隐性知识、累积经验应用于生

产活动中，推动技术及管理创新，促进制造业与

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因此，劳动力素质能够通

过提高资本利用率、创新效率等途径提升两业融

合效率。

市场竞争对两业融合效率呈正向影响，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企业数量越多，资源竞争也就越

激烈，为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企业会通过

改进工艺、创新技术、变革管理方式等途径提高

资源利用率。

环境规制对两业融合效率有负向影响。原因之

一是环境规制虽然会减少污染排放，但环境成本

也会大幅增加，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这将

降低企业竞争优势及生产效率 [37]。环境规制会使

减排成本大幅增加，企业可能会减少创新资金的

投入，间接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效率。此外，

当环境规制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时，即环

境治理成本远高于其带来的环境效益时，也会降

低两业融合效率。

五、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考虑能源消耗及非期望产出视角下，构建

两业融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SBM-DDF 模

型从静态视角对 2012—2021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两

业融合效率及其子系统进行测度，运用 GML 指数

模型从动态视角探究两业融合子系统效率增长变

动情况，最后运用 Tobit 模型探究各因素对两业融

合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时间演化特征来看，

全国两业融合效率水平较低，但随时间推移呈上

升趋势，尤其是西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在 2016 年

赶超中部地区。从空间分异来看，两业融合效率

在空间上呈梯度分布，东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水

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两业融合子系统对比来

看，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互动具有非

对称性，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普

遍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基

于效率分解可知，技术效率是驱动生产性服务业

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提升的内在驱动力，技术

进步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

表 7 Tobit 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统计量 P 值

Dig -0.173 4** 0.067 8 -2.56 0.011

Tg -0.002 0*** 0.000 7 -2.98 0.003

Lar -0.021 3*** 0.006 6 -3.21 0.001

Com -0.032 6*** 0.006 1 -5.38 0.000

Reg -0.014 2** 0.007 2 -1.97 0.048

_cons -0.150 3** 0.063 4 -2.37 0.018

sigma_u -0.103 8*** 0.013 9 -7.47 0.000

sigma_e -0.029 5*** 0.001 3 22.86 0.000

Wald chi2(5)=169.28 Prob >= chibar2 = 0.000

LR test of sigma_u=0: chibar2(01) = 545.6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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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内在动力。从影响因素分析来看，数字技术、

劳动力素质、市场竞争对两业融合效率提升均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技术对两业融合效率

的影响最大；而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对两业

融合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二）研究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升两业融合效率可从以下方

面入手：

一是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提升两业融合效

率整体水平。东部地区两业融合效率显著高于中

西部地区，需大力发挥东部地区的学习示范效应，

打破行政壁垒，通过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

流动，激发技术创新空间溢出，推动产业转移、

分工、环境治理的联动发展等途径，提高中西部

地区两业融合效率，最终由点及面，扩大辐射带

动范围，实现两业融合效率水平整体跃升。

二是重视先进制造业技术效率提升，提高先进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从子系统对比

分析可知，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

较低制约了两业融合效率水平的提升。通过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组织管理水平等途径，提高先进

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及各投入要素利用率，进而

改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互动的非对

称性，提高两业融合效率。

三是抓住数字技术这一关键变量，促进产业数

字化转型。根据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数字技术对

两业融合效率的作用最大，因此需进一步发挥数

字技术对两业融合资源配置效率及资源利用率提

升的放大、叠增、倍加作用。如实施“东数西算”

工程，可从全国一体化角度布局，通过算力设施

由东向西布局，带动相关产业有效转移，促进东

西部数据流通、价值传递，以此提高两业融合效

率整体水平。

四是改善环境规制强度，削弱成本效益，增强

创新补偿效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有效发挥创新

补偿效应，环境规制成本过高将会导致“绿色悖论”

及“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需加速构建完善的

环境治理机制，因地制宜合理制定环境保护政策，

让环境规制成为推动两业融合绿色发展的加速器。

本文仅探究我国 30 个省份两业融合效率，未

进一步探究城市层面两业融合效率时空演变规律，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未考虑行业

异质性，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包含许多子

行业，不同行业的融合效率存在差异性，未来需

进一步探究不同子行业的融合效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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